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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C.P. Fitzgerald在他那本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一書中說：「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往往因為對中國社會及中國文化毫無所悉，以致造成嚴重的錯誤。他們以為中國一如非洲，是黑暗的大陸，文化落後的國家。在政制上，既完全找不到西方的民主政制的痕跡；在宗教上，也只迷信於一些泛神教。」事實上，有不少傳教士，都有意無意間宣揚西方的文明，以改造中國社會和宗教為目標。以為中國只要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政制和基督教思想，則一切政治、經濟、文化都會迎刃而解。這種幼稚的思想，對福音工作在中國的發展影響極大，以後我們會再詳細討論。不過，若歸究其因，則與傳教士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無知關係殊鉅。

談到中國社會與文化之特色，我們可以概括三分方面來說：
(1) 獨存與一統之特色
1) 翻開中國地圖，便發覺她的周圍都是高山、沙漠、大海洋。在昔日海運與空運尚未發展之際，中國與西方國家完全隔絕，而她周圍的民族。都是文化低落，沒有政治組織的遊牧民族，決不能與中國比擬。因此，在文化上，中國一直都是單元性的發展。正因為這樣，形成了中國人一種自豪的心理，一切外邦都視之為夷蠻之輩，這種心理是福音在華發展的一大障礙。

2) 在另一方面，中國本土並沒有天然之屏障，一統局面成為中國人一向的理想。三國演義的首旬：「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正好說明中國歷史發展的特色。所謂一國不能藏二君，分裂之局面永不會長久的。事實上，有些開國之君，甚至不惜與外族妥協或稱臣，也先集中兵力征討群雄，統一全國為要務。漢高祖稱臣於匈奴，唐高祖臣服於突厥；甚至朱元璋，何嘗不是先攻打陳友諒、張士誠等，才領兵進剿蒙古人。所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在中國歷史上來說，是極陌生的。明白了這傳統的觀念我們便會瞭解何以當日本人起初進侵東北一帶時，國民政府可以置諸不埋，集中精銳部隊進行剿共。

3) 我提出上述的兩點特色，不外說明中國人在十九世紀前的民族意識是很薄弱的。我所謂的民族意識，即是當一個民族的政治或經濟遭受另一個民族威脅或控制時，全國人民傾力以赴，爭取自由和獨立的精神。但中國歷史上，周圍的外族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力量威脅中國的文化或政治，就是元清二代，雖然說是外族入駐中原，但事實上他們不但完全採用了中國傳統的政治，及任用漢人統治；而且，更成為中國文化的俘虜。歷代的所謂革命，只不過是農民階級受不住肌餓與欺壓，挺而走險，到處流竄作亂。一旦發生了民變，經濟破壞了，政治也崩潰了，全國也分裂了。最後，一個勢力較強的領袖統一了全國，重整全國經濟，農民安定下來，政治也穩定下來。新朝天子也安穩其皇座了。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何曾看過有人拿出「不自由，毋寧死」的革命口號？難怪有些歷史家說中國根本就從沒有發生過革命。

4) 但自從中英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簽訂後；中國的積弱暴露不遺，西方列強開始瓜分中國，不平等條約也接踵而簽訂。而歐美的傳教士亦藉條約之利大量來華。這時，不但國家政治受到威脅，整個文化也受到新的挑戰。於是一股從沒有出現過的民族意識便被挑起來，一九零零年的反教運動，及一九二二年至二七年的非基督教連動都是染有這種色彩的。雖然，現在看來，這兩次反教運動都是盲目及不理智的，但純從歷史的發展觀點來看，這卻絕非偶然。

(2) 以農立國之特色
1) 中國大部分的人口是農民，農民階級便成為中國政治和經濟的支柱。民變也成為轉朝換代的轉折點。試觀東漢之歷史，中期時已是內憂外患，但政治縱然是那樣的敗壞，漢政府仍然屹立；但當黃巾之亂(民變)一起，旋即告滅亡。再觀唐朝，自從安史之亂後，國家已呈衰弱，內有宦官弄權，朋黨相爭，藩鎮割據；外則吐蕃、回紇等相繼入侵。但唐室仍能屹立不亡。為什麼呢？因為農民那時仍能安居樂業。但及至黃巢之亂(民變)一起，唐就滅亡了。同樣，朱元璋之能得天下，乃得力於吃不飽，穿不暖的農民為他打天下。清人之能入主中原也賴李自成等民賊(明末民變的領袖)為他們開路。所以，每朝之新天子登基，都以輕徭薄賦，改革土地，招誘農民為要務。
2) 明白了中國社會的這個特色，我們便能瞭解辛亥革命成功後，何以會導致中國走向一更混亂更黑暗的時代。因為這次革命的主力，不是農民，而是沿海或海外的知識份子和華僑。及至革命成功後，也沒有切實推行過土地改革，或改善農民的生活。相反的，共產黨的戰略，就是滲透到各農村裡，以籠絡農民。結果，他們真的成功了。

3) 但在中國的社會裡，農民階級並非唯一的主力。事實上，歷史上所發生的民變，都似乎只屬曇花一現，旋即消滅。例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雖然佔領了整個江南；但不消數年即為那腐敗不堪的清政府消滅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缺少了知識份子之支持。朱元璋的成功，不只是因他得到農民之支持，也因為他得到知識份子的擁護和策劃。毛澤東的成功，何嘗又不是因他得到一群知識份子為他效力。

4) 當基督教傳入中國時，傳教士的活動只限於沿海一帶城市，與內地農民階層甚少接觸。直至戴德生創辦了中國內地會，福音才可始傳至農村一帶。但在比例上來說，分地一帶的福音工作還是有限的。再者，由於內地會的主要對象是內地鄉民。影響所及，福音派的傳教士與信徒都以「下鄉佈道」為要務；漸漸的放棄了沿海的知識份子；於是沿海一帶的教育事業、慈善事業都為新派傳教士所操縱了。這對於福音在中國的發展，影響極大，下文將會詳加討論。
5) 以農立國的另一特色是以土地為依歸，中國人與鄉土是分不開的，「長於斯，生於斯，死於斯」，套用費孝通的話，中國是「鄉土中國」。中國人與外國人不同，我們是與土地為友，我們是「望天打掛」的民族，我們是儘量與土也和諧的民族，這與西方的工業社會，儘量利用土地的資源不同。中國人重視「鄉下」，外國人不重視鄉下，而且是常常遷移的心態，因著這關係，宗族的社會便形成，什麼「李家村」「陳家村」遍佈整個中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族長是一家之主，在一鄉村中，祠堂是宗教、經濟、政治、教育中心，家長制比比皆是，對中國人來說，我們只有家，沒有國，「天下之地，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王民。」套用費孝通的話，中國人的社會，就好像一粒石丟在水中，一連串ripples推出，石大的 ripples便多，石小的ripples便小，所以中國是一個家長制的社會，西方社會就好像一扎禾草，被一條大草綁著，這條大草是法律，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法官是解釋法律，而非父母官，中國人是人治的社會，西方的社會是法治的社會。

6) 此外，中國社會以土地為主，其宗教也是如此，我們看到民間宗教，無論是風水，對死亡等都是以土地為主，有關這方面，請參閱Death & Dying - The Chinese Way by Wing So。(在窩福網頁（www.whc.org.hk)內→尋道者欄→特別專題→相關文章，可下載此文章)

(3) 儒家思想立國的特色
1) 中國自漢以來，儒家思想一直壟斷看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十九世紀末葉以前，從沒有人懷疑它是否最適合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沒有人懷疑它的真正價值。它是思想上、道德上、政冶上的至高權威，反叛儒家，即是反叛中國，也即是叛賊。所以，每次轉朝換代，只是改換一下國號，元號和姓氏罷了。那位不倒翁「儒先生」仍然屹立不變。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列國相繼侵華，而中國一部份的知識份子開始懷疑這傳統文化，及至五四運動時，更大呼打倒儒家思想--生活傳統的束縛。本來，在這個思想迷惘的時候，就福音的傳播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但可惜他們宣講的，並不是個人得救的福音，而是政治和社會改革的福音(Bishop Stephen Neill語)。對於那些急進的知識份子來說，這套方法太迂遲了。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發現西方國家本身也諸多間顛，於是他們摒棄了這套「社會福音」。恰巧此時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並且來華進行宣傳工作，於是那些知識份子，好像在黑暗中找到明燈一樣，相織的投向馬克思主義去了

2) 儒家思想似乎在中國的政治上失去了它的地位，但在一般中國人的思想上，依然重要。儒家的政治理論，基本上是君主獨裁政制，皇帝是全國至高權威，具有政治、軍事、司法及財政之大權。中國之土地是王土，中國之人民是王民。在這種制度和思想影響下，中國人並不注重個人的權利，個人的價值等觀念。特別在一般農民階層，他們只求吃飽穿暖，生活安定；什麼人生意義，人生目的，人生價值都似乎不大理會。所以當傳教士不惜犧牲來到中國傅講個人得救的福音時；他們不但覺得陌生和奇怪，甚至懷疑他們這種犧牲精神是有政治侵略的企圖。共產黨就是利用人民這種心理進行反教運動。
3) 此外，就思想體系而言，儒家是主體性的人文主義。儒家學者研究學問，不重理解，不求客觀證據，只憑經歷與感受。因此，文學、倫理學等在中國大盛。但科學、心理學等卻毫無發展。基督教的信仰並不是單憑主觀的感受。而是基於一客觀的歷史事實--耶穌降生為人，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後卻復活過來(林前十五：3一6)。但可惜不少中國信徒都忽略了這客觀的歷史事實，全憑經歷認識神，以致信仰毫無根基。而另一方面，反對基督教的知識份子，亦非從哲學上、神學上、歷史上、語言學上、考古學上、抄本上等客觀性的批判方法來評擊基督教。只憑主觀上的感情，盲目的反對。這對於福音工作的發展無疑是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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